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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农户服务：中国现代农业 

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罗必良 胡新艳 张露
1
 

【摘 要】：改造传统农业的核心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在中国家庭承包经营格局下，农户总是被视为农业投资

与技术采纳的主体，但小农户行为能力的不足使得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分工深化及其迂回经

济一直未受到政界和学界的应有重视。无论是美国抑或是日本，家庭农场的直接投资与自我服务，均具有内卷化的

路径依赖特征。效率来源于分工，而分工的本质是专业化与服务经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必须走

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是“为小农户服务”，即通过服务外包引入技术资金、企业家能力以及交易

组织方式，由此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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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营既具有历史继承性，亦具有世界广泛性。在中国，小农是农业经营的核心主体，也是传承农耕文明以及维护社会

稳定的基础力量，小农众多且长期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由此，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

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与美国农户大规模经营及其自我服务、日本农户小规模经营及其投资内卷化不同，对于

“大国小农”的中国来说，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并由此通过迂回投资将小农经营卷入分工经济。

选择“为小农户服务”的基本导向，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一、改造传统农业：基本主张及评论 

关于小农改造及其存续问题，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小农经济能够凭借其“农民

生产方式”防止资本主义渗透，有效应对外在力量。
[1]
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小农经营将会被消解或者被资本

主义农场替代，而农民终会成为雇佣劳动者。[2]前者关注于生活性小农的延续，后者则关注于生产性小农的转型。这两类理论主

张或趋势性猜想意味着，小农要么被消灭，要么以简单再生产的方式维持延续，表达了小农命运的两个极端。对于如何将小农

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之中，并未受到传统经典理论的重视。 

真正将传统农业视为一个经济概念并进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是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做的重要贡献。舒尔茨将传统农业

表达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3]并将其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均衡状态，特征在于：缺乏引入

新要素的动力，导致生产要素与技术长期不变，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也处于长期不变的状态。因此，传统农业本质上是

一种长期不变的生产方式，是维持简单再生产且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由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就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并

诱导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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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的主张不仅得到学界的认同，也被众多发展中国家视为农业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

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

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应该说与舒尔茨的理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尽管舒尔茨的思想在我

国广受重视，但不容忽视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新古典经济分析框架下，农民被认为具有经济理性，能够对市场价格做出有效的反应且对生产要素做出优化配置，

实现生产率与收入的最大化。然而，农业天然的高风险性，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目标并不一定是收入最大化，亦可能是效用最

大化。同时，农业具有的非经济功能，因其在市场机制中难以形成价格信号，所以无法在目标函数中进行刻画。这意味着，若

农民厌恶风险，那么用利润最大化的新古典模型来表达其要素配置目的是存疑的；同时，若农民存在对非经济功能的偏好，那

么基于价格响应来测度其效用水平也可能存在偏误。 

第二，传统农业如何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未能得到有效的内生性处理。舒尔茨认为，若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受限于

低的投资收益率，农户难以内生出投资冲动。所以舒尔茨强调，当且仅当通过外生干预引进新要素，以此打破原有生产均衡时，

传统农业才能得以改造。由此隐含的问题是，一方面主张用“外力”将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业，显然违背了新古典的“自发机

制”与“马歇尔均衡”；另一方面因将农户视为一个同质的主体，因而忽视了其参与分工的可能性与能动性，尤其忽视了农业

经济增长中的迂回投资效果。因此，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需要进行修正。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关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促进经济增长

的因素拓展至知识和企业家能力等人力资本，乃至于产权和制度。可能的问题在于：其一，新要素的拓展和内生化，聚焦于其

经济增长贡献的讨论，相对忽视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其二，关注于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忽视了农业组织方式的变化，
[4]

尤其忽视经济增长中迂回投资的效果。拘泥于直接投资与要素投入，小农当然难以跨越现代化的进入门槛。然而，传统农业引

入现代生产要素，可以采用直接投资，也能够采用基于服务外包的迂回投资方式。后者包括采用“代耕”（委托耕作）的中间

品投资方式，采用“代管”的委托管理方式，以及“代营”的委托经营方式等。 

二、为小农服务：现代生产要素引入的逻辑转换 

1．土地经营的规模逻辑 

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于引入现代生产要素。问题是，谁是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主体？一直以来，我们的“三农”工作强

调：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在政策方面，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农户家庭经营的主导性地位。在科技方

面，尽管强调了国家层面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实力，但各方均将农户视为农业科技的受体，不断寻求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

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同时在投入方面，尽管已逐步形成政府持续加大投入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但也强

调农民的主体作用，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和智力投入，开展科学种田与集约经营。由于过于强调农户独立的主体地位，导致忽视

了多元主体合作、迂回投资与中间品交易、分工网络及价值链融入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农业的经营主体是由分散经营的 2.3 亿个农户组成的。分散化、小规模的经营格局不仅决定了潜在效率空

间的有限性，而且也决定了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的内生约束。显然，如果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经营规模都远在现

代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底线之下，以农户为主体的科技进步势必举步维艰。[5] 

事实上，诱导土地流转和集中，培育新农业经营主体，以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已经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扩大经营规模

的核心指向是诱导现代生产要素的引进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空间。然而，中国的农地流转是农户依附于集体土地承包权所派生

的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其面临多重风险：其一，若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发生于农户之间，则仍然是“小农”的复制，隐含效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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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其二，若农户退出并将农地流转给其他经营主体，则势必弱化农业基本经营制度，隐含政治风险；其三，若农户的经营权

转出，与其农业经营能力、择业选择空间和土地情感偏好相关，又隐含社会风险。 

事实证明，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并未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1984 年以来，尽管我国的农地流转率不断提升，但农地规

模化经营的成效并不显著。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1996 年农地经营规模在 10 亩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为 76%,2018 年却

不降反增，占比达到了 85.2%；经营规模 50亩以上的农户占比仅仅由 1996 年的 1.5%提升为 2018年的 1.6%。这表明，农户成为

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并非是普遍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情境下，农地经营规模向来不是决定农业增长绩效的最

关键要素，试图以扩大农地流转来实现规模经济性的政策主张，都没有获得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6] 

不仅如此，以规模经营带动农户引入现代生产要素进而改造传统农业的设想，亦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1980～1989 年，农户投资占农业总投资比重均呈现增长态势，从 13%增至 49%。农户被经验地视为农业投资的主体。

然而，1989年起，该指标持续下滑，2014年与 2016 年农户的生产性设备投资占比呈现出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2.96%和-3.03%。

郭敏和屈艳芳等指出，在人均耕地很少的格局下，即便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并未必诱导农户投入水平的提升。[7][8] 

2．要素配置与农户卷入分工 

农户存在农业经营能力差异，这必然导致其出现分化。其中，高农业经营决策能力的农户将倾向于扩大经营规模，寻求能

力和规模的匹配。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张，农业现场处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会造成其可用劳动力等要素不足，要素的结构性矛盾

加剧。这具体表现为：与农地规模经营相匹配的劳动要素流动隐含着高昂的交易成本，采用机械与装备替代劳动作业以节省成

本，势必成为农户改善要素匹配效率的恰当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用农业机械替代人工具有效率优势，但是农机投资表现出极高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因为农机具不仅有

作业对象的针对性，而且会因动植物生长的自然周期性而造成低使用频率，导致投资锁定和沉淀成本。由此，具有高交易能力

的农户更倾向将高资产专用性的生产活动卷入分工，通过购买生产性服务替代农机购置，以规避投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并

改善经营效率。可见，对于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而言，直接购置农机和采纳生产性社会化服务，是可相互替代的要素匹配策略。
[9] 

3．为小农服务：迂回交易的分工逻辑 

在“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框架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将有助于农地经营

权的产权实施与产权盘活。理论层面，经由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与集中产生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时，农业内部分工与专业化

也会随之出现。但是，由于土地具有空间固定性和产权身份垄断性，同时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使得农地流转市场并非是单一的

要素市场，也并非是能独立运作的产权市场，隐含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可见，通过土地流转扩大规模并拓展分工是受限的。应

该强调，农地流转仅仅是农地经营权产权实施的一个方面。 

关键是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经营权细分不仅有助于多元农业经营主体的进入，更有助于农户分享迂回投资与服务经济。

农业科技的进步大大拓展了农事活动的可调整性与可分性。一方面，从横向上可以通过结构调整选择产品专业化与区域专业化，

提升机械连片作业能力，从而将众多农户卷入横向分工；另一方面，从纵向上可以将农户从事的多种农艺活动环节进行分离，

由此进行服务外包而卷入纵向分工。事实上，业已形成的联耕联种和土地托管等各种专业化服务，可以替代农户的直接投资与

耕种作业，并从不同层面扩展农业经营中的迂回交易与分工深化的空间。横向分工有助于生产性服务的空间性扩展，纵向分工

则有助于生产性服务的多样化深化。 

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和专业化。可用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可借助社会化服务来完成既定农业生产环节的作业。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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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同一生产环节的服务需求达到一定规模或市场容量时，可生成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可见，农户的横向专业化所形成的

市场容量将诱导分工深化，而多样的外包服务将诱导更多的农户卷入分工。由此判断，农业生产环节的分离与外包将促进农业

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育，并拓展产权交易与服务交易的选择空间，且为现代农业经营最为核心的要素即企业家能力进入农业经

营提供条件。 

三、从农户投资到迂回投资：生产性服务及其证据 

1．已有的研究及其反思 

农户的生产性投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经营规模是主流文献关注的重点。林毅夫指出，由

于资本的不可分性特征，小规模经营造成农业生产的较低资本边际生产率；同时由于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不匹配，致使农户投资

意愿低迷。[10]土地经营规模扩张对不同投资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异。例如，其可能促进劳动节约型投资，但却抑制土地节约型投

资。而聚焦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户投资意愿关系的研究也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表明，地权稳定可以强化农户的生产性

投资意愿，显著促进其开展生产性投资；[11]另有研究却指出，地权稳定对农户农业投资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增加非农就业机

会才能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经营收益，继而促进农户投资农业；
[12]
然而亦有研究表明，劳动力非农转移拉低了农户的农业投资

规模。[13]总体来说，已有研究大多将农户视为必然的生产性投资主体。 

农业投资与农业技术进步是紧密关联的。与前述的农业投资农户主体论类似，主流文献同样是将农户视为农业技术进步与

农业质量改善的主体。一方面关注于农户技术采纳的主体特征，包括农户的特征禀赋、意愿动机和行为决策；另一方面关注于

若干关联性的情境影响，包括农业技术类型及属性、产品与生产特性、关联性要素投入、农业政策制度、生态地理环境等。尽

管学者们提出了众多的政策建议与行动方案，但实际上农户依然未能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对坦桑尼亚农户的研究发

现，只有 33%左右的农户具有采纳新技术的意识。[14]对刚果东部的研究发现，只有 8%的农户会尝试新的技术，即使进行宣传教

育，也只有 13%的农户会尝试新的技术，而最终只有 7%的农户会持续采用。[15]然而，人们极少反思小农是否是农业技术采纳的

适当主体，而是将根源归结为行为主体以外的外生性根源。例如，农业技术采纳的外溢性会导致农户创新动力不足；在技术推

广中国家农产品安全目标与农户收入目标的冲突。[16][17]即使认识到农户的技术选择受到信息水平和风险意识的影响，但依然很

少从农户卷入分工经济的角度，讨论农业技术的迂回采纳方式及其激励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的小农户面临着多重难题，不仅包括交易能力的不足，也表现为生产能力的不足。由此，农户对外包服务

有着广泛的潜在需求。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发现潜在机会。一旦农户的潜在需求达到一定的程度（市场规模或容量），其内

含的赢利机会就能够被企业家发现，新的交易组织与服务体系就会生成，一方面形成提供“管理知识”这类中间产品（服务）

的经营性主体，能改善农业的知识分工与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形成提供专业化中间性产品（服务）的服务性主体，能改善农业

的技术分工与迂回生产效率。即使农户不直接使用新要素进行生产，当这种具备企业家能力的主体为农户提供服务时，农户就

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迂回方式将新要素与新技术引入农业经营之中，由此改造传统农业并推进现代农业的经营方式转型。 

2．美国与日本的教训：农户直接投资及其内卷化 

美国是大规模农场经营的典型代表，但其家庭农场占比依然达到 97%以上。尽管美国最近 20年间，销售收入在 10万美元以

下的小规模家庭农场表现出规模缩小的趋势，但 2017 年其平均土地规模依然达到 71.6 公顷。值得注意的是，与土地经营规模

缩小形成反差的是，小规模家庭农场的自我服务却有不断强化的特征。一方面，小规模农场的设备资产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设

备现值从 1996年的 26222 美元上升至 2017 年的 50557美元，但农业外包服务的费用支出则逐渐减少，从1996 年 690 美元降至

2017 年的 463 美元。可见，美国小规模农场呈现出内部自我服务强化的趋势，进一步走向了高成本的资本密集时代。美国农业

之所以走上内部一体化的“自我服务”的道路，原因在于要素匹配及其风险规避。一般来说，农场的农机投资往往面临两类替

代性的风险。一方面，如果采用纵向一体化的自我投资，往往会面临大规模投资隐含的低效利用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投资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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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另一方面，如果选择社会化分工进行农机作业的服务外包，则会面临市场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与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

当土地经营规模较大而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生产性服务时，农场将面临极高的风险成本。因此，美国的农场选择“自我投资、

自我服务”，既可规避因不确定性的服务交易所表达的市场风险，又因为农地经营规模与农机资产的要素匹配能够满足本文前

述的“关联性”要求，规避投资的效率风险与投资锁定风险。不过，农业的长周期性与生产作业的短暂季节性，必然导致农机

投资效率的受限。 

小农经营并走向现代化的典型代表是日本。尽管受限于农户小规模经营格局，但凭借小而精的农机装备制造能力，使日本

走上了一条农户自用小型农机装备的小农经营路子。该模式的重要特点在于：一是自用性。因为小型机械的作业能力有限，只

能满足于自我服务，难以对外提供外包服务，导致日本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一直迟缓。二是利用效率低。农户各自分散投

资小型机械，在加大生产成本的同时，因其自我服务及其封闭性，使得设备资产利用效率低下及其内卷化。内卷化（involution）

也被称为“过密化”，通常被用于描述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循环现象。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是要描述农户小型农机自我服务的路径

依赖现象。即小规模农户往往购买小型农机进行自我作业，由于外包服务能力不足或缺乏生产型服务可获性，所有农户不得不

各自购买小型农机。由此形成“越购买小型农机-越缺乏外包服务-越购买小型农机”的过密化资产投资的正反馈现象。有研究

指出，日本的耕耘机、插秧机和脱粒机一年中使用的时间相应是不足 7 天、5 天和 10 天左右。[18]日本农户在水稻的各生产环节

采用作业外包方式的比例一直都很低（见表 1）。
[19]
 

表 1日本农户水稻生产各环节的服务外包面积占比 单位：% 

年份 全程作业 育苗 耕整地 插秧 植保 收割脱粒 干燥 

2000 2.12 4.00 4.73 5.48 2.10 12.00 9.58 

2005 2.23 3.35 3.06 4.12 1.87 8.88 8.08 

2010 1.78 4.59 3.92 4.92 4.10 10.30 9.51 

2015 1.80 3.90 3.21 4.36 4.76 9.32 8.53 

 

日本农户走上内卷化的自我投资服务的路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2005～2017 年日本 60岁以上的

劳动力占比从 47.1%上升为 62.5%，其中“销售农户”的比例更是达到 78.8%，从而促使其采用小型农机替代劳动力。二是农业

经营的副业化。日本全部“销售农户”中，主业农户、准主业农户和副业农户的比例在 1996 年至 2018 年间，从 25.2%、28.6%

和 46.2%转变为 21.6%、16.1%和 62.2%，由此导致农户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降低了。三是农户兼业化。日本自给农户的占比，从

1990 年的 22.5%大幅上升至 2017 年的 44.4%；农业自给性增加，抑制了其对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参与需求。四是与小规模经营相

匹配，形成了以小型农机为主导的技术支持与政府补贴的路径依赖。 

可以认为，无论是美国抑或日本，家庭农场的直接投资与自我服务，均具有内卷化的路径依赖特征。美国可视为“大农场

病”，日本可视为“小农场病”。中国如果选择类似的模式，那么会因为农户数量更多、土地规模更小，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事实上，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后，中国曾一度走上了以小型农机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路子。2004 年之后，大中型农机具出现了快

速增长趋势。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动因在于：农业生产性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尤其是农机作业的市场化。[20] 

3．中国的证据：为小农提供多样的生产性服务 

中国与日本一样，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也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问题，但不同的是，我国

开始走向土地托管服务的新路子。数据表明，2016 年全国经营耕地的农户为 20743 万户，户均拥有的拖拉机为 0.13 台，耕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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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2 台，旋耕机为 0.04 台，播种机为0.03台，联合收割机仅 0.005台。与户均低下的农机装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是：

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却高达 66%，其中，三大主粮作物中小麦的机耕、机播和机收比重分别为 94.5%、82.0%和 92.2%，

稻谷为 83.3%、29.0%、80.1%，玉米为 73.7%、69.9%、61.7%。机械化作业率远远超过农户拥有的农机装备水平，主要原因是农

户通过服务外包方式参与社会化分工。[21]截至 2019年，全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过 15亿亩次；对全国 19个省份的 875 个

托管案例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采取全程托管方式，算上人工成本，小麦、玉米每亩节约的生产成本分别达到 356.05 元和 388.84

元。1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为农户提供了从种到收的技术、农资以及贷款等全程“保姆式”服务，有效破解了“谁来种地、

怎么种地”的难题，促进了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发展。 

如前所述，美、日的农场均具有自我服务的特征，从而表现出土地-农机装备在地域上呈现较为均匀的匹配布局。表 2显示，

无论是美国的大规模农场经营还是日本的小规模农户经营，农机装备在区域上均具有相对分散布局的特点，而中国农机分布的

集中度明显高于美国与日本，意味着通过农机跨区服务能够匹配于小规模农户对生产性服务外包的需求。 

表 2小麦种植和农业机械的区域集中度：中、美、日比较 

集中度指标 

中国 美国 日本 

2005 2015 2002 2012 2000 2010 

农业生产集中度 

指数 CR4 
0.684 0.692 0.592 0.600 0.363 0.364 

农机装备集中度 

指数 CR4 
0.714 0.670 0.447 0.458 0.440 0.347 

 

注：(1)集中度指数 CR4是某个指标排名前 4(N=4）的省份（州）占该指标总量的比例；(2)在农业生产集中度指数中，中、

美使用小麦种植区的数据进行计算，日本则是采用耕地数据进行计算（不含北海道地区）；(3)所用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的数

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美国的原始数据来源于：https：//quickstats.nass.usda.gov/；日本原始数据来源于日

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情报部的统计资料。 

为了揭示农业生产性外包服务的生成机理，本节进一步引证河南和湖北两类农户层面的微观证据。前者表明，农业生产性

服务的迂回投资能够有效替代农户的直接投资，从而规避了农户面临的投资压力及其风险；后者表明，农户的规模经营不仅有

助于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而且有利于农业减量化，降低了农户的技术采纳风险和环境外部性问题。
(1)
 

(1）河南证据：迂回投资与生产性服务。2017 年课题组分两批对河南省小麦主产区进行问卷调查。第一批调研的是河南省

小麦播种面积最大的县———正阳县。抽样框如下：全县中，随机抽取 10 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中随机抽取 5 个行政

村，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 40 户农户，共计调查 2000 个农户。第二批调研是在河南省的豫南、豫东、豫中、豫北、豫西的五

个片区，按照分层抽样原则，一个片区随机抽取一个县，包括豫南片的驻马店市上蔡县、豫东片的开封市杞县、豫中片的漯河

市舞阳县、豫北片的安阳市安阳县和豫西片的洛阳市新安县。将样本县所属乡镇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在每个等

级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镇，在每个样本镇中随机抽取 2 个村，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 40 个农户，共计调查 2000 个农户。两次

调查回收问卷 3987份，剔除不是麦农的样本以及核心变量缺失的无效问卷后，两期共获得的有效样本为 3083 户。 

以全部样本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水平均值作为农户分组的临界值，得到两组农户的组间差异分析结果（见表 3）。可知，与

低服务外包水平组的农户相比，高农业服务外包水平组的农户，无论是进行生产性投资概率还是投资总额上均更低，且在 1%水

平下显著，表明农业服务外包与农户生产性投资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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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服务外包水平农户生产性投资水平的组间差异 

变量 高服务外包水平 低服务外包水平 均值差 

有无生产性投资 0.071 0.108 -0.037*** 

生产性投资总额 0.605 0.947 -0.342***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4 的 Probit 和 Tobit 模型计量结果表明，农户的农业服务外包水平提高 10%，其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发生概率会降低 1.2

个百分点，生产性投资总额会降低 7.3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户通过生产性服务外包方式，可以实现从直接投资到迂回投资

的替代转换，由此达到降低新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成本，并融入到分工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中。 

表 4农业服务外包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影响的计量结果 

变量 生产性投资(Probit) 生产性投资(Tobit) 

农业服务外包水平 -0.0012***(0.0001) -0.0073***(0.00218) 

家庭总收入(对数) 0.040***(0.007) 0.361***(0.0629) 

农业收入占比 0.076***(0.017) 0.689***(0.143) 

小麦种植规模 0.0002(0.0002) 0.00224(0.00185) 

户主年龄 -0.0010*(0.0004) -0.0079*(0.00411) 

户主性别 -0.022(0.012) -0.191*(0.11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3*(0.002) -0.0266*(0.0154) 

农地是否确权 -0.023***(0.008) -0.186***(0.0650) 

村庄的交通条件 -0.007(0.004) -0.0652(0.0397) 

常数项 -3.262***(0.483) -1.262(0.947) 

 

注：(1)***、**、*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2)系数值为边际系数，括号内是聚类到县的聚类标准误。 

(2）湖北证据：外包服务与农业减量化。众多文献关注了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减量化的影响。本节将农地规模区分为三种

情形，即面积规模（即农地经营规模）、地块规模与连片种植规模，分析生产性服务外包是否能对农户化肥减量化带来积极的迂

回经济效果。 

本节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18年对湖北省水稻主产区的农户抽样调查。抽样区域覆盖湖北省的鄂中丘陵、鄂北岗地单季

籼稻板块，江汉平原、鄂东单双季籼稻板块，以及鄂东北粳稻板块等三大稻区。根据各板块的水稻播种面积确定抽取的样本县

个数，并依据各样本县的水稻种植面积，随机抽取 2～3 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随机抽取 2 个行政村，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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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农户。调查共发放 1800 份问卷，满足本研究要求的有效问卷为 1752份。 

化肥减施量由农户化肥最优施用与实际施用量间的差值来表征。具体而言，将实际化肥施用量处于最优量及其水平以下的

农户赋值为 1，表征减量施用化肥；反之，赋值为0，表征未减量施用化肥。地块规模用农户实际经营的最大地块面积衡量；经

营规模用农户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衡量；连片种植规模采用最大地块的种植品种与周边地块品种是否一致来衡量；迂回生产方

式用农户在整地、插秧和收割环节中采纳外包服务的环节总数衡量，以考察农户参与纵向分工的程度。 

表 5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规模（包括地块规模、经营规模、连片化种植规模）、迂回生产和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行为

之间均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农地规模和迂回投资水平的提高，都有利于化肥减量施用。 

表 5核心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化肥减量 

施用行为 

地块 

规模 

经营 

规模 

连片 

种植 

迂回 

生产 

化肥减量施用行为 1.000     

地块规模 0.310*** 1.000    

经营规模 0.130*** 0.303*** 1.000   

连片种植 0.235*** 0.063*** 0.051* 1.000  

迂回生产 0.152*** 0.135*** 0.135*** 0.196*** 1.000 

 

注：***、**、*分别表示在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由于化肥减量施用行为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 Probit模型估计。表 6的计量结果表明，由服务外包所表达的迂回生

产，与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种植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农户越是参与水稻生产环节的纵向分工，随着地块规模、

经营规模以及连片种植规模的扩张，会强化对化肥减量施用的正向影响。而且，迂回生产会强化地块规模、经营规模、连片种

植规模与化肥减量施用之间的正向影响。 

表 6农户化肥减量施用：不同规模情境与迂回生产的交互影响 

变量 (1) (2) (3) 

地块规模 
2.494 

(2.080) 
  

经营规模  
0.265 

(0.230) 
 

连片种植   
0.330* 

(0.171) 

迂回生产 
0.059 

(0.061) 

0.086 

(0.061) 

0.039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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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生产×地块规模 
1.158*** 

(0.271) 
  

迂回生产×经营规模  
0.737*** 

(0.235) 
 

迂回生产×连片种植   
3.890*** 

(0.0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532 

(3.610) 

-2.905*** 

(0.898) 

-1.054* 

(0.615) 

观测值 1752 1752 1752 

R2 0.635 0.305 0.412 

 

注：***、**、*分别表示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第三条道路”的政策选择 

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有限性。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需走中国特色的“为

小农户服务”的“服务型农业”道路。这是不同于美国与日本“资本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是顺应当前中国农业经营方

式转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育，与土地规模经营、连片种植以及农业

区域化布局密切相关，也依赖于培育农业的多元经营主体。总之，“生产性服务、经营性服务”两类组织的培育，以及迂回投

资与服务契约的匹配，既有利于农户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又能提升农户的现代经营水平，促使其融入到农业分工价值链中，最

终将促成“农户专业种地、社会迂回投资、能者外包服务、市场竞争交易”的新型农业经营格局。未来政策的重点在于： 

1．强化合理布局，鼓励连片种植，诱导服务规模经营 

贯彻国家农产品主体功能区布局的总体部署，倡导“一村一品、一乡一特、一县一业”，形成优势农产品的集群布局与区

域专业化，以此诱导农户种养的规模化与连片化。因为市场容量约束分工，农户受限于农地生产规模导致服务需求规模有限，

难以诱导专业化的服务供给；如果聚合的农户服务外包需求一旦超过门槛规模，具有投资能力以及交易能力优势的农民组织，

就可能成为专业化服务经营主体，这是“市场容量促进分工”的必然结果；当专业化服务经营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则会诱导

农户扩大外包服务需求，即分工会反过来增进市场容量。可见，连片种植规模是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发展的关键。总之，有必要

对符合主导性产品布局规划的农户种养行为进行诱导，强化对参与横向分工进行连片种养的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 

2．培育服务主体，搭建服务平台，降低服务交易费用 

应整合基层的农业服务资源，构建集土地流转、农机作业、农资供应、疫病防控、产品营销等于一体的服务经营体系，推

广先进适用的现代农业技术和物质装备的应用，提升农业服务的集约化水平。以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为原则，培育

各类农业服务组织，发挥服务经营体系优势互补的效能。其中，重点在于构建开放的服务交易平台。一方面，通过构建区域性、

多种类、多中心的具有适度交易范围的生产性服务交易平台，以防止因服务交易半径过大产生高的服务交易成本；另一方面，

通过开放性的服务交易平台，降低服务供求双方匹配的信息搜寻成本，改善农业服务项目的价格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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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契约管理，完善组织治理，提升服务交易效率 

参与农业服务交易是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关键。积极推行“约定有合同、内容有标准、过程有记录、人员有培训、质量

有保证、产品有监管”的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标准化水平。与此同时，改善多重契约的匹配与组织治理，提高服务交易效率。

由于生产性服务质量与产品质量紧密关联，且服务契约往往具有不完全性，有必要通过专业服务组织的资本契约、产品契约以

及享益契约的匹配，改进服务契约的稳定性与可实施性。降低服务契约的治理成本，依赖于服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其意义

在于：一是服务质量的甄别效应。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声誉机制便于农户甄别服务质量并获得优质的专业化服务。二是专用性投

资的锁定效应。尽管农业服务质量考核存在困难，但服务经营的专用性资产累积及其衍生的投资锁定效应，能有效缓解监督成

本问题。三是比较优势衍生的服务精准性。尽管农业生产信息具有不规则性，但专业化服务组织在信息搜集和处理方面具有比

较优势，从而有助于推进农业服务的精准化。四是品牌建设的激励效应。通过各类服务交易平台的准入、竞争与退出威胁，提

升服务交易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程度，推进技术创新发展，同时为服务品牌建设、农业企业家生成以及服务市场的分工拓展提供

持续的激励。 

4．加强政策引导，助推能力建设，实施靶向行为激励 

一是建设职业化农民队伍。农业分工、外包服务与代理人市场，能诱导代耕、代管与代营的职业化能人体系产生。其中，

多样化专业化的农业服务市场所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将促使部分退出农地经营的农户转型成为职业农民；农业的多功能开发

与技术服务，会造就专业化职业化的农业技术服务人才，因此，应加大对农业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与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二

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需要对我国农机装备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并精准施策。在补贴对象上，以市场化、大中型农机具作为重点，

引导有资金投入能力的优势主体进入农机服务行业，打破农户“自购农机、自我服务”的路径依赖。在补贴标准上，将农机购

买补贴调整为事前购机补贴与事后服务经营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事前购机补贴是对农机购买者进行补贴，目的是降低大中型农

机服务经营的进入门槛；事后服务经营补贴则是根据农机服务经营规模、跨区服务范围或服务经营绩效等进行补贴，目的是避

免农机的过度投资与低效利用，提升农业服务经营的规模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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